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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中共建政以來遭遇的一次重大政治危機，
學生、民眾群集表達對其統治的不滿，中共最後決定動用武力壓制。彭真

是中共元老級的政治人物，他在此一事件中的角色問題，中共出版的官方

傳記對於敏感環節多予迴避，西方學界和相關著作則無甚了解。彭真在事

發之時雖然已無任何黨政要職，但並沒有缺席，而是努力協助中央處理相

關事態，也發揮重要影響。彭真在此事發展過程中的態度，其實存在微妙

的變化。他一度支持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主張的溫和與對話方針，但在鄧小

平決定戒嚴後改變立場，並且認為繼續堅持己見的趙紫陽失職犯錯。其

後，彭真憑藉其多年累積的黨內聲望和資歷，以及先前擔任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的影響力，完成中央使命：勸退全國人大常委會領

導成員，使之放棄提前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議討論當前政治焦點問題的計

畫。彭真成功的政治遊說，讓中共中央得以排除可能來自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政治干擾，更加緊握處理學潮示威的主導權和機動性。彭真的相關作為

雖有助中共維繫政權，但也扼殺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難得嘗試展現自主性的

機會。

關鍵詞：彭真、天安門事件、鄧小平、趙紫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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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論在中國共產黨內的歷史地位和政治資歷，彭真可與鄧小平、陳雲相互媲

美。彭真在 1945年中共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獲選中央委員，在中共中央七屆一中
全會進入中央政治局。彭真進入政治局的時間雖然晚於陳雲，但是兩人在中共「七

大」結束不久，同時被毛澤東推薦為中共當時實際最高決策機構中央書記處的候補

書記，地位僅在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五大書記」之後。直至

十年後，鄧小平才在 1955年中共中央七屆五中全會成為政治局委員。1956年中共
「八大」的權力安排，陳雲和鄧小平被選入最高決策機構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彭真失之交臂，但也在新設負責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書記處內，擔任中央總書記

鄧小平的副手。陳雲因為在經濟問題上與毛澤東多有歧異，在 1962年以後淡出政
治；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前夕，彭真的政治聲勢急遽看漲，直逼鄧小
平；毛澤東也一度表現出信任、重用彭真的程度，猶超過鄧小平的情況（鍾延麟 
2018, 16-17）。

「文革」後彭真復出政壇，已是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他雖
迅速重返政治局，但在陳雲極力反對、鄧小平也不樂見的情況下，無法進入中央政

治局常委會（鍾延麟 2016, 133;《彭真傳》編寫組編 2012a, 52）。彭真在現實的政
治權位安排中，雖不若「兩個半」—鄧小平、陳雲和地位較次一級的李先念，但仍

可與聞最高決策和大政方針。彭真主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工作的用心認真（1979
年至 1983年，擔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983年至 1988年，出
任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以及對中共法制建設的初具建樹（包括修憲和

立法），使之在政治上另添聲譽。

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人員的近身觀察，在 1987年初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
邦遭到罷免之前，在中共的「政治地位」、「權力分量」或「影響力」上，最高的

兩人是鄧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和

陳雲（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委員會第一書記），其次是李先念（中央政治

局常委、國家主席）和胡耀邦（中央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委），再其次是趙紫陽

（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和彭真。亦即彭真是中共政壇最有權勢的六人之

一。楊尚昆（中央軍委會副主席）、薄一波（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和王震（中

顧委副主任）等黨國元老，還在彭真之後（吳稼祥 2002, 295-296）。
彭真在 1987年秋的中共「十三大」離開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並在 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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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任滿卸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一職。事隔僅約一年，中共首都北京市的天安門

廣場出現學生示威，多日不散，造成中共政權的一次重大政治危機；最後鄧小平領

導的中共中央下令動用武力鎮壓和驅散民眾清場，史稱 1989年「天安門事件」。
關於彭真在 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問題，中共官方編寫的《彭

真傳》和《彭真傳略》雖有提及，但有關敘述和段落甚為簡略，主要強調彭真憂心

忡忡，聽從中央。對於重要問題和敏感環節，例如：在天安門學潮發展的過程中，

彭真和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之間的觀點異同和政治互動；彭真與鄧小平為首的元

老聚會晤談內容為何、有何決定；彭真出面找人談話，在事件全局發展中的意義和

影響。多有所迴避（《彭真傳》編寫組、田酉如 2007, 385-386;《彭真傳》編寫組編 
2012b, 1640-1644）。海外關於彭真以至中共歷史和政治的著作，對於彭真在「天
安門事件」中的作為和活動，敘事更是簡陋，認識嚴重不足（Potter 2003, 6, 135-
136）。

本文欲處理的問題有：彭真在 1989年中共首都爆發大規模學生抗議之時，其
政治態度和行動為何？主要的政治考量和權衡又為何？彭真在其中的作為如何有助

鄧小平主導的中共中央化險為夷，對於事態演變和長遠發展又造成什麼影響？本文

的主要論點是：彭真在「天安門事件」爆發之前已卸下黨政要職，但他對於天安門

抗議活動並不袖手旁觀而是緊密關切。彭真對於學潮的反應和主張，並非簡單的粗

暴以對，在事發初期一度與趙紫陽較為相近；但是在情勢僵持不下、鄧小平表露從

嚴處置的決心後，彭真隨之調整立場，支持實行戒嚴和改換中央總書記；其後，彭

真更利用其政治資歷、威信和手腕，代表黨中央出面勸退全國人大常委會高層內部

醞釀利用人大機制處理當前政治爭論的聲浪，從而為以鄧為首的中央逕自採取強硬

手段清除示威活動，減少不小的政治束縛和阻力。彭真的有關作為雖然有助維持中

共的領導和統治，卻也犧牲其過去努力提振、稍見起色的全國人大機構的自主性。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檢視和重建彭真在 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的政治意
向、角色和影響，希冀增進對彭真個人晚年政治活動的了解，並對認識中共「改革

開放」早期高層菁英關係和以元老為中心的政治運作，以至 1989年天安門危機的
政治史有所裨益。

本文使用的資料主要包括：年譜、傳記、日記、回憶資料、訪談資料，
2

１以及

註１  本文利用作者在中國大陸所做的訪談所得，以作為重要的補充。為了不造成訪談對象的不便，並能
將之予以適度的區別，乃以甲、乙、丙⋯等代號名之，另外加上訪談的地點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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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主題的研究著作。
3

２本文的章節安排，在前言之後，依序介紹彭真在 1989年北
京出現抗爭以前的黨內政治關係和影響、他在「天安門事件」各個階段的態度、變

化和原因、其如何與聞黨中央最高決策和協助處理政治危機，最後在結論簡要探討

彭真在事件過程中的有關言行對中共政治制度發展的影響，以及他在事後的政治獲

益和動向。

貳、彭真在「天安門事件」之前的政治關係和影響

彭真雖然在中共「十三大」「全退」，但因為有強大、深厚的政治關係網絡，

仍退而不休，具有重要的政治能量。

一、彭真與鄧小平保持不錯的政治關係，鄧小平繼續重視彭真的意見主張和

政治影響。彭真在掌管全國人大常委會期間，盡責盡心地配合鄧小平的主要政治思

路。在堅守「四項基本原則」（堅守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黨的領導、馬

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問題上，彭真銜鄧之命將之載入憲法前言，也利用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講壇，呼應鄧小平提出的「反對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鄧小平與彭真皆認定胡耀邦未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自由化」不力，並

聯同其他元老齊力逼之辭退中央總書記職位（Chung 2019, 89-122）。在「改革開
放」問題上，彭真在全國人大立法工作上予以配合、從旁呼應；在經濟特區一事

上，不像陳雲、李先念的消極以至暗中抵制，彭真如同王震對之公開肯定，也實地

造訪打氣。雖然在農業包產到戶問題上，彭真在「文革」前與「文革」後都不表認

同，但他保留意見而未公然質疑和批評。鄧小平熟知彭真的政法管理專長，彭真也

不失所望地肩挑起中央對政法工作的領導，也具體貫徹執行鄧小平發起的「嚴打」

運動。

另外，彭真配合鄧小平在「十三大」的「一人全退、三人半退」的人事安排—

彭真卸下所有黨政職務，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皆退出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鄧續任

中央軍委主席、陳雲和李先念分任中顧委主任和政協主席（趙紫陽 2009, 252）。

註２  從事中共歷史研究，尤其是事涉其官方感到敏感的重大歷史議題和重要人物評價，最經常遇到的困
難即是：政治嚴格控管下造成的資料缺乏困境。本文在研究和寫作的過程中，盡可能地蒐集、綜合、

比較和使用各類文獻，也注意和承認各種資料本身可能的問題、不足和傾向性。作者亦強調：本文

倚重現有可得資料所做出的學術判斷，自有侷限性，有待日後其他重要文獻面世，再予進一步地檢

驗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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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也堅持主張鄧小平繼續留任（《彭真傳》編寫組編 2012b, 1620）。鄧小平應
該頗為滿意。

彭真在「十三大」以後仍然關心國事，將地方視察後的心得感想呈報鄧小平。

鄧小平對彭真的政策建議頗為稱許，也找彭真面談（《彭真傳》編寫組編 2012b, 
1634）。鄧小平看重彭真的歷史地位和政治勳業，深知其政治能力、能耐和豐富
閱歷經驗，可以作為諮詢對象。事實上，從 1989年鄧小平處理「天安門事件」的
過程中，即可見到他召集彭真與會共商國是，而非簡單視之為一名退休人士而已。

其他的政壇元老如王震（1988年 4月，他在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獲
選為國家副主席），也繼續重視彭真、爭取其支持（《王震傳》編寫組編 2001, 
282）。

二、「十三大」以後的中共「一線」領導人，對彭真仍甚為尊重、不敢小覷。

中共「十三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由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和姚依林組

成。在中共「一線」的權力布局是：趙紫陽出任中央總書記、李鵬、姚依林擔任國

務院正副總理、胡啟立作為中央書記處（較諸先前，此一機構的地位已從管理黨中

央的日常工作被降為黨中央的辦事機構）排名首位的書記，喬石作為第二位的書記

處書記並兼任中紀委書記。另外，中央常委以外，就屬萬里最為引人注目，他在黨

內是政治局委員，在國家職位上是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以下簡要介紹彭

真和趙紫陽、李鵬與萬里的政治關係和互動。

彭真與趙紫陽。趙紫陽在歷史上曾在鄧小平的指揮之下。中共建政以後到「文

革」之前，趙紫陽長期在廣東工作；彭真在「文革」前負責協助管理中央日常工作，

經常代表中央與地方聯繫並施加指導，應已對趙紫陽個人和其工作能力有所認識。

1980年代，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彭真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期間，兩人
「關係不錯」。在全國人大的立法和審議預算問題上，趙紫陽盡量滿足「革命老前

輩」彭真的面子和需求；彭真為了在法律上提供趙紫陽推展經濟建設和對外開放的

主動性和便利性，他與趙紫陽磋商後，提出授權國務院就經濟工作需要先行制定條

例，之後再由全國人大訂定正式法律。此舉實質擴大國務院的立法權，讓趙紫陽的

經濟管理工作另添有效的法律手段（俞梅蓀 2005, 141-143）。
彭真確定在中共「十三大」離退，趙紫陽對彭真的諸多政治動作，讓後者感到

欣慰和感受尊重。趙紫陽評論「六屆人大工作有口皆碑」，讓彭真甚是高興（作者

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甲君，北京，2015年 8月）；1987年 11月 2日，趙紫陽在
十三屆一中全會結束時的講話中，除了較為人知地提到：「小平同志作為黨和國家

重大問題決策人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沒有改變，我們仍然需要小平同志繼續在重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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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掌舵」，「今後遇到重大問題的時候，常委仍然有必要向小平同志請教，小平同

志仍然可以召集我們開會」。趙紫陽在同一講話中還表示：「我們黨的第一代革命

家」慶幸都健在，「他們的豐富經驗是我們黨的財富，我們仍然能夠得到他們的指

教和幫助」。趙紫陽並直接唱名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還有彭真（趙紫陽 2016a, 
181）。

趙紫陽此後繼續將重要的政策文件（例如：其主導制定的「沿海地區經濟發

展戰略」—善用中國豐沛勞動力、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以及與國際貿易和外來

投資擴大結合），送給彭真審閱，也高興地宣稱獲得其支持（趙紫陽 2016b, 277-
278）。趙紫陽對於彭真退休後提出的政策書面建議，加以肯定並指示印發上層傳
閱、研究（《彭真傳》編寫組編 2012a, 437）。

彭真與李鵬。李鵬是中共烈士李碩勳之後，李鵬雖然澄清他非周恩來的養

子，但是他成長過程中確實與周恩來、鄧穎超多有互動、關係匪淺。「改革開放」

初期，中共的資深領導人有意在具有「紅色血統」的年輕一輩中進行挑選和培養。

李鵬學有專業，也有多年實際工作的經驗，鄧小平、陳雲、聶榮臻等都念及李鵬作

為戰友遺孤的身分，鄧穎超在政治上更對之多有眷顧、不吝提攜。在有大老長輩的

庇護和拔擢之下，李鵬政治地位迅速竄升。1987年夏，鄧小平認為李鵬相較於姚
依林，知識面較寬、比較年輕，決定由李鵬接替趙紫陽的總理職位。陳雲、李先念

對此都非常支持。

彭真對於本身為烈士後人、又享有主要元老支持的李鵬，自是肯定和推舉。

1987年 11月，彭真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23次會議上表示：「全國人大常
委會認為，趙紫陽總理推薦李鵬副總理任國務院代總理是適當的。李鵬同志是可以

勝任這個重任的。相信他在擔任代總理職務期間，能夠領導國務院認真負責地貫徹

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彭真傳》編寫組編 2012a, 416）
彭真與萬里。萬里在歷史上屬於鄧小平的部屬。1958年萬里從國務院城市建

設部部長調任彭真麾下的北京市工作，其權位排序一直居於第四（彭真、劉仁和鄭

天翔之後），難免不平（鍾延麟 2015, 133-134）；彭真在 1979年重返政壇後，他
與萬里之間對北京市的人事安排問題也易有歧異（閻淮 2017, 190）。中共在醞釀
「十三大」高層人事時，鄧小平原擬要萬里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但遭多人反對

而作罷；鄧小平轉而提出要萬里接替彭真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不料又遭到

各方反對。鄧小平指示萬里主動拜訪一些「老人家」，自我批評以取得諒解，萬里

也遵旨辦理。根據訪談所得，彭真亦在反對萬里之列，萬里也拜訪彭真以示意（作

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甲君，北京，2015年 8月）。萬里最後在 1988年 4月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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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走馬上任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參、首都學潮爆發至鄧小平決定戒嚴以前

一、「四二六社論」後的彭真動向

1989年 4月 15日，胡耀邦病逝。北京高校學生同情胡耀邦在政治上受到不公
正對待、抑鬱而終，以及對中共推行「改革開放」緩進遲滯、幅度有限感到不耐，

並且對改革過程中出現各種不公不義現象強烈不滿。他們先在校園、繼而以天安門

廣場為主要場域，在悼念胡耀邦的同時，也對中共治理不彰表達抗議，提出改進、

革新的要求。

趙紫陽站在中央「一線」的中心位置，責無旁貸地負責領導應變天安門的特殊

事態。趙紫陽認為學生本意善良，政府不要干涉其悼念胡耀邦的活動。4月 22日
胡耀邦追悼大會結束以後，趙紫陽認為學生抗議朝著趨緩的方向發展，按既定規劃

在 23日出訪北韓。趙氏在臨行前交代李鵬：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動武，要恢復秩
序和復課。想不到的是，4月 24日夜，李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北京
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對學潮的報告，並加以論斷：「是有領導、有組織、

有綱領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行動」。4月 25日，李鵬將這種對學潮極其負面的
看法向鄧小平報告。

鄧小平向來對學生、知識分子帶有自主性的政治發聲，高度警惕；他敏感的政

治神經、特別是深植內心的階級鬥爭思維，也不時因其眼見或聽聞可能傷及共黨領

導的人事物而一觸即發。鄧小平聆聽李鵬的報告以後，即針對天安門的學生遊行驟

下斷語：「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是一場動

亂，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如果對這場動亂姑息縱容，聽之任之，將會出現嚴重的混

亂局面。」（宗鳳鳴記述 2007, 50-51）
根據鄧小平 4月 25日的講話，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在 4月 26日發

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通稱「四二六社論」），公開宣示中共中央對天

安門抗議活動的強硬立場，特別是將之定性為「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

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該社論登出

後，不但沒有收到嚇止學生的效果，反而進一步激起學生的反感，在 4月 27日出
現更大規模的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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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元老對首都天安門事態保持高度關注。陳雲在杭州收到鄧小平 4月 25日
的講話後，即注意到其重要性，並交付同在當地休養的高幹閱讀（鄧力群 2006, 
498）。在北京住院療養的李先念，事後自言：「我聽完秘書的匯報（「四二六
社論」）後，當即給小平同志打了個電話，支持堅決平息動亂，支持小平同志的

工作，盡快採取有力措施來平息北京的事態。」（《李先念傳》編寫組編 2009, 
1355）趙紫陽後來回憶當時的聽聞：「李先念聽了小平講話以後，給小平打電話
說：『要下決心抓他幾十萬人！』這話不知準不準確。還有王震，他也主張多抓些

人。」（趙紫陽 2009, 46）
彭真正在北京，對相關動態也特為關心並加以獻策。根據李鵬的記述，彭真向

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提出三點意見，後者在 4月 29日向李鵬轉達。彭真
的意見是：「一、中央方針和決策是正確的。二、27日戰術上失敗，學生提出口
號，得到人民的支持。三、目前要做好揭露。」（張剛華 2010, 103）對之加以分
析可以注意到：

第一、由鄧小平實際掌控的中共中央，藉由「四二六社論」表達官方立場以

後，向來忠心聽命黨中央的彭真，不令人意外地，自是透過渠道表態支持。第二、

從彭真對截至斯時的學潮的觀察：「要承認 27日的大遊行學生是占了上風，原因
是提出『反腐敗、反官倒』的口號，得到不少市民甚至機關幹部的支持」（張剛華 
2010, 104-105），反映其對天安門情勢發展的準確掌握。事實上，彭真住處位於台
基廠，離天安門不遠；其住所更直接靠近中共北京市委員會。彭真在「文革」前長

期擔任北京市黨政最高首長，在北京市的幹部中享有崇高威望，他也與市領導保持

極為密切的關係。根據訪問所得，北京市的領導人在「天安門事件」發展期間，經

常前去彭真家向之報告相關情況（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乙君，北京，2015
年 8月）。這既滿足彭真對局勢高度關注的需要，也顯示北京市委對其「老首長」
的尊重，甚至希望從之獲取有效的政策建議。

第三、彭真經由何東昌向李鵬提出的建議—「目前黨和政府要集中力量揭露壞

人，讓廣大群眾認清動亂的真面目」（張剛華 2010, 104-105），乃將居於大多數
的示威學生、民眾和所謂潛藏其中、居於少數的意圖不善者，加以區隔和對待，並

且建議採行暴露後者敵意、惡行的方式，以引導善誘多數本意單純的群眾。彭真建

議的對策比較屬於曝敵行蹤、導正視聽的「文鬥」，而與李先念、王震動輒主張驅

逐抓人的「武鬥」，有明顯的差異。這可能與彭真早年曾參與指揮學生運動、中共

建政以後也多年過問首都高校管理的豐富經驗相關。

趙紫陽晚年回憶時指出：不同於李先念、王震，彭真在學潮的這一階段數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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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中共中央辦公廳，呼籲中央對學潮要克制以對、勿加動武：

當時許多老同志對學生遊行相當擔心。因為知道小平講了那麼一篇話，

生怕矛盾激化，發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中央克制，不要動武。彭真

直接給中央辦公廳打過幾次電話，說無論如何不要動武，無論如何要克

制，希望中央不要讓矛盾激化（趙紫陽 2009, 46）。

根據訪談所得，彭真向中央辦公廳表達意見時，甚至引述毛澤東所言：凡是

鎮壓學生者，都沒有好下場（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丙君，北京，2016年 7
月）。

二、趙紫陽「亞銀講話」後的彭真動向

趙紫陽結束對北韓的訪問後，4月 30日回到北京。他覺得李鵬處理學潮的做
法、特別是「四二六社論」的形成和刊登，不利於學潮問題的解決，甚至得到適得

其反的結果。趙紫陽便想利用他對外講話的機會緩和政治氣氛，進而將對學潮的處

理導入一個比較穩妥可行的方向。5月 4日，趙紫陽對亞洲開發銀行會議重要與會
人士的講話（簡稱「亞銀講話」），就較善意地看待參加抗議的學生：

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

掉；他們對十年來改革和建設的成績，對我們國家的進步和發展，是很滿

意的，但對我們工作中的失誤是很不滿意的。他們要求糾正失誤，改進

工作；而肯定成績，糾正失誤，繼續前進，也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

趙紫陽強調：「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

充分的信心。」針對學生提出的改革要求，趙紫陽表示：「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

軌道上解決，應該通過改革來解決，應該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辦法來解決」；針對

各界最為關心的貪污腐敗問題，他提出要採取完善法制、民主監督、擴大公開化和

透明度的措施。另外，針對如何處理學生遊行的問題，趙紫陽表示：「現在最需要

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黨和政府準

備這樣做，我相信，學生會贊成這樣做，各界人士也都會贊成這樣做」（王敬德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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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除了透過公開喊話減輕學生疑慮、與之拉近距離，他也與萬里交換意

見，希冀其領導的全國人大可以在廉政調查、加強輿論監督和透明度，以及制定法

律等多方面積極行動，藉此盡快處理民怨最集中的熱點議題，緩和學潮熱度；另

外，順勢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讓全國人大真正「發揮最高權力機關的作用」。萬里

表示贊同，其主持的全國人大委員長會議進而決定 6月 20日召開第七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並將相關問題列入議程（趙紫陽 2009, 53-54）。

趙紫陽發表「亞銀講話」後，根據其觀察：在中央常委會內，胡啟立、喬石贊

成他倡議的處理學運新方針；李鵬、姚依林則持反對意見。中央常委會擴大舉行時

的經常列席者，除了萬里完全同意新方針，經常扮演鄧小平的代言人的楊尚昆，對

學潮的處理態度也是較為溫和（趙紫陽 2009, 52）。
至於鄧小平以外的重要政治元老，有論者指稱李先念聞知趙紫陽的「亞銀講

話」後，致電鄧小平表示「中央有兩種聲音」；陳雲也傳話、提醒鄧小平要注意趙

氏的此一講話（楊繼繩 2010, 340）。相對於李先念和陳雲的負面看法，趙紫陽感
到印象深刻、正面好感的是彭真對之的支持態度。趙紫陽回憶：「楊（尚昆）還告

訴我，他同彭真談過，彭完全支持我的意見。當時彭還對楊說，如果將來鄧怪罪下

來，不能怪趙紫陽一個人，還有你我，你算一個，我也算一個。意思是表示和我站

在一起。」（趙紫陽 2009, 52）2004年 3月，趙紫陽去世前約十個月接受來者提問
時表示：「應該說楊尚昆在鄧小平決定戒嚴之前，是支持我趙紫陽的」；他並強

調：「我告訴你，彭真當時以前也是支持我的」。
4

３

趙紫陽晚年著重強調彭真在 1989年 5月上旬對之的支持，卻全然不見於彭真
的官方傳記和年譜。這恐不是趙紫陽捏造事實，而更可能是中共官方的彭真著作基

於「忠奸」、「正邪」不兩立的政治立場，所不欲面對和處理的敏感環節。如此反

而錯失突顯彭真斯時一度欲溫和處理學潮的言行痕跡。

1989年 5月上旬，趙紫陽嘗試推行不同於「四二六社論」的新方針，雖然獲
得彭真在內等人的響應，但是卻遭遇了推進困難、兩面不討好的局面。在天安門聚

集的學生和對之同情的民眾，對趙紫陽的「亞銀講話」反應頗佳，愈加要求中央政

府重議「四二六社論」；學生之間也出現分流以至部分激化的情況，5月 13日，
學生開始進行絕食，藉以加大對政府的施壓。李鵬為代表的黨內力量，刻意將學生

註３  請參閱：〈解密時刻：趙紫陽最後的歲月（完整版）（上）〉，YouTube，https://av.voanews.com/
Videoroot/Pangeavideo/2012/07/4/48/48c5e527-ac6b-4e96-96b6-5bb40d3be290.mp4.（其中 13分 30至 35
秒處）



 彭真在 1989年中共「天安門事件」中的角色和活動　11

的高聲訴求和激昂舉動，放大、扭曲解讀成不可理喻、存心搗亂，意圖以走偏鋒的

方式達到反政府的目的，據此證明「四二六社論」的正確和必要。

在這一愈趨緊繃的對立過程中，趙紫陽可資運用的政治空間和時間快速流失：

學潮沒退，顯得其溫和方針未能奏效；學生斷食又實同迫之必須盡速回應。李鵬以

學潮轉激為由，反譏趙紫陽的溫和方針不切實際，也試圖藉此繼續強化鄧小平對學

潮的敵對意識，從而壓縮趙紫陽調整政策的餘地。

5月 16日上午，中顧委委員李昌找趙紫陽談論天安門問題，提出由趙紫陽、
李鵬出面與學生對話以緩解矛盾。李昌回憶趙紫陽在談話中指出：「《人民日報》

對運動的定性，他想淡化，即不要把運動的性質說死，不然學生轉不過彎」；但是

「常委通不過」，「這個問題要小平同志說話」（范泓 2008, 187）。同日晚上，
趙紫陽主持中共中央常委會，正式提出「四二六社論」對學潮定性不恰當、需要修

改，他也願意承擔此一政策轉彎的政治責任。李鵬當場與趙紫陽爭執，焦點集中在

「四二六社論」是否為鄧小平的本意，以及其對當下學潮性質的判斷是否符合實

際。趙、李兩人爭論相持不下，都企望鄧小平出面裁決。

肆、彭真對首都戒嚴、撤換總書記決策過程的與聞

5月 17日下午，鄧小平在住處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鄧小平
面前，針對是否要更改「四二六社論」對學運的定性和相應處置方針，會上出現意

見交鋒。根據趙紫陽的說法，李鵬、姚依林不但繼續堅持對學潮強硬以對，他倆對

其「亞銀講話」批評之激烈，也超乎趙氏的意料。中央常委僅有胡啟立明確支持趙

紫陽的立場。原先傾向趙紫陽立場的楊尚昆，這時竟也大為轉向，甚至提出戒嚴的

政治選項。

最關鍵的是，鄧小平不利趙紫陽的鮮明表態和對戒嚴決策的一錘定音。對於趙

紫陽在 5月 16日與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會面時，公開提到鄧小平實際
上是中共最高掌舵者一事，鄧小平恐已極為惱怒，將趙氏的此一言行解讀為把當前

天安門的政治僵局歸咎於他；5月 17日上午，李先念造訪鄧小平，對趙紫陽有所
非議（張剛華 2010, 261），可能更進一步地惡化鄧小平對趙氏的政治觀感。鄧小
平在同日下午的常委會上，又見趙紫陽對處理學潮不甚堅決、鐵腕，因此他在聆聽

趙紫陽的發言時，表現得「很不耐煩，不以為然」。鄧小平在會上的講話要點是：

學潮問題的遲未解決，證明「四二六社論」對之定性的正確無誤；黨內高層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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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趙紫陽的「亞銀講話」，實是讓學潮益發不能平息的原因。鄧小平進而決定調動

大軍、實行戒嚴（趙紫陽 2009, 61）。趙紫陽無法反對鄧小平的戒嚴決定，但坦言
自身在執行上恐不得力；鄧小平立即裁示由李鵬、楊尚昆、喬石負責實施戒嚴。

李鵬欣然支持鄧小平的戒嚴決策，自言「精神為之一振」；他作為落實戒嚴的

主要負責人，首重向黨國元老告知此事，以爭取後者聲援。5月 17日下午的中央
常委會議後，李鵬旋即向陳雲為首的中顧委要員通報。陳雲、李先念、王震聞後皆

表示擁護中央決定（楊明偉 2005, 249）。
彭真是否及時知情鄧小平在 5 月 17 日主導促成的戒嚴決策？有論者指稱鄧

小平當日即親自聯絡召集陳雲、李先念和彭真，並且在 18日就此開會討論（戴晴 
2014）。但此說沒有其他有力的資料佐證。然而，以彭真與其他資深元老和年輕
當政者之間的綿密關係，彭真應會被加以告知並能掌握此一最新中央政治動態。事

實上，楊尚昆在約一週後（5月 24日）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軍級以上幹部參加）
上就指出：關於戒嚴決定，有徵求彭真的意見（高瑜 2009, 135）。另外，恐怕也
不僅是時間上的巧合，就在 5月 17日鄧小平決心戒嚴的當天，彭真委託女兒傅彥
向鄧小平轉達其對處理首都動盪不安局面的意見。彭真的官方傳記透露的內容是：

彭真強調「人大、國務院、中共中央和同學們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

文化革命『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痛苦教訓全國各界人民都是熟悉的，記憶猶

新」；彭真「並詳細列出憲法和刑法有關條文，作為平息事態的法律依據」（《彭

真傳》編寫組編 2012b, 1640）。彭真呈送給鄧小平的意見中，是提出依法可施行
戒嚴的建議而與鄧小平不謀而合？抑或是在聞知鄧小平做出戒嚴決策後，為之提供

符合法律的合理化外衣？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顯然地，彭真已經像楊尚昆一樣，改

變了自身原本傾向支持趙紫陽「亞銀講話」的政治主張。

彭真和楊尚昆為何會改變立場呢？趙紫陽認為：「共產黨就有這規矩啊。最高

領導一變，大家都得變。」
5

４亦即一旦鄧小平明確表露他的政治立場，「黨性堅強」

的彭真就趕緊跟上。另外，自彭真看來，在最高領導人表態以後，趙紫陽仍繼續堅

持己見、沒有適時調整立場，乃嚴重違反組織紀律，在黨國存亡的緊要關頭，更是

不能寬恕，須予嚴懲。

鄧小平在 5月 17日下午召開中央常委會議後，還未全然下定決心罷黜趙紫陽

註４  請參閱：〈解密時刻：趙紫陽最後的歲月（完整版）（上）〉，YouTube，https://av.voanews.com/
Videoroot/Pangeavideo/2012/07/4/48/48c5e527-ac6b-4e96-96b6-5bb40d3be290.mp4.（其中 13分 20至 28
秒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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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央總書記職位；直到趙紫陽不願執行戒嚴、後續也不肯公開現身表態支持戒

嚴，終於讓鄧小平鐵了心意要趙紫陽下台。

5月 17日夜的中央常委會議上，趙紫陽再次對戒嚴決策表示異議，李鵬堅稱
鄧小平已經決定、無須再議，故堅決不退讓。趙紫陽在會後提交辭職信，經楊尚昆

勸說而撤回信件；但他仍在 5月 18日致信鄧小平，試圖改變後者的戒嚴決定。以
鄧小平決心一下即難扭轉的政治性格，趙紫陽的去信如同石沉大海。

在李鵬等人的安排下，5月 19日夜，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規劃召開黨政幹部大
會，宣布隔日早上開始戒嚴。趙紫陽臨時接獲會議通知，不願與會為之背書。根據

楊尚昆在 5月 22日的講話，趙紫陽不欲出面參與戒嚴部署而以身體不適為由請病
假的情況，彭真和陳雲、李先念、王震知曉以後，咸認為茲事體大，表示「這個

問題要到小平那裡去解決」（楊繼繩 2010, 383）。趙紫陽也表示：「我拒絕出席
5月 19日宣布戒嚴的大會。這個行動大大地激怒了鄧和其他一些老人」（趙紫陽 
2009, 68）。

5月 20日上午，鄧小平在其住所召開會議。中共官方史書雖稱之為中央政治
局常委擴大會議，但是中央常委排名第一、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和立場與之相近的另

一中央常委胡啟立，連開會通知都沒有收到。出席會議者有：尚有官職的元老陳

雲、李先念、楊尚昆、王震；中央常委李鵬、喬石、姚依林和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組織部部長宋平。沒有一官半職的彭真也與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2004, 
1277）。這勢必經過鄧小平的同意，甚至是其主動授意。

鄧小平在會上表示：「問題的根子出在黨中央，是在中央內部。黨內有兩個司

令部。中央處理這個問題，發表 4月 26日社論，事實證明是正確的。讓不讓步？
不能再讓步了。如果再讓步，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沒有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編 2005, 1801）鄧小平所言的「問題的根子」和「兩個司令部」，無疑就是針對趙
紫陽所做的政治指控。根據楊尚昆在 5月 22日的說法，陳雲、李先念和彭真都在
此會上批評「太不像話了」，並指出：「問題出在黨內，如果黨內一致，事情不會

鬧到這種地步」（楊繼繩 2010, 383）。另外，從楊尚昆在 5月 24日中央軍委擴大
會議的講話中，可以看到針對「四二六社論」的中央立場，彭真無異其他政治元

老，也認為「不能往後退，退了就垮臺了」（高瑜 2009, 134）。眾老共議後，在
未告知趙紫陽的情況下，即決定拔除其中央總書記的職務（趙紫陽 2009, 68-69）。

此會的另一重大決定是選擇江澤民擔任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2004, 1277）。這主要是基於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三人的共識；包括彭真在內的
其他元老，應不致於有太大的意見。有論者指稱：在選任新的中央總書記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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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彭真曾提議萬里（張良 2001, 592-593）。但是此一說法值得存疑：一、如前
所述，彭真和萬里的政治關係恐非很好，彭真對萬里繼之接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長都曾有所保留，恐無可能推舉之出任黨的最高職位；二、正在加拿大訪問的萬

里，其在國外的講話較為同情學生，稱「現在學生、知識界、工人要求民主、反

對腐敗，這是敦促加快改革的愛國行動」（郭文福 1989），相關言論與趙紫陽相
近，而未與鄧小平新定的戒嚴決策、方針緊密一致，其更刺激、鼓舞了中共黨內、

社會上和學生間對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政治期待，認為它可助於解決當前黨國和社

會之間的嚴重對立。自彭真看來，萬里不但沒有幫忙解決問題，反而是火裡添薪、

製造麻煩，自然更不可能向黨中央推薦萬里擔任中央總書記。事實上，鄧小平主政

下的黨中央賦予彭真的主要政治任務，在一定程度上即是收拾萬里和全國人大常委

會相關人士在學潮中所捅的「婁子」。

伍、彭真協助黨中央抑制政治風波（上）

一、全國人大常委會議是否提前召開的爭議

5月中旬以後，面對愈演愈烈的學潮，為數不少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成員希望採
取更積極的行動，以盡速化解民怨和事端。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一級（總共

19名），11位黨外副委員長和非黨組成員的副委員長，皆贊成提前召開人大常委
第八次會議，並請萬里中止訪問、立即返國主持會議。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的彭冲主

持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會議，討論後認為提前召開常委會議「已勢在必行」，

最後更以黨組名義向中共中央常委呈送相關內容的請示報告。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常

委方面，5月 17日，胡績偉、江平等 24位人大常委，也致信中央建議立即召開人
大常委緊急會議，研究當前局勢（張剛華 2010, 213, 176）。

隨著中共中央的戒嚴決策形成並由國務院總理李鵬公開宣告，全國人大常委

會議提前召開，除了預定討論學生遊行、廉政革新、開放透明等問題，另外更被賦

予一個政治期待和意義：討論、研議政府做出戒嚴決定是否合法、應否被撤銷。這

對於極力反對戒嚴、但在黨中央遭到孤立的趙紫陽，猶如「最後一根稻草」。相對

地，這對於強烈主張戒嚴、強硬對付學潮的李鵬等，無疑是芒刺在背，甚至無異是

一枚政治炸彈—既可能直接衝擊李鵬為首的政府的威信，也可能破壞鄧小平、黨中

央對學潮以至總體政局的控制力。因此，步入 5月下旬以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為
各方政治角力的競技場；其領導和重要成員，也成為有關各造重點爭取、經營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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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趙紫陽方面，趙紫陽在 5月 17日中央戒嚴決策爭論中未獲鄧小平的支持，政
治上實際已「靠邊站」、喪失實權，但他並未全然放棄、坐以待斃。他希望提前召

開人大常委會，處理當前的政治僵持局面。彭冲代理主持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

在不久之前向中共中央提交召回萬里、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建議請示，趙紫

陽認為可以一試。5月 21日，趙紫陽找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部長閻
明復談話，並請他轉告楊尚昆此事的可行性（趙紫陽 2009, 65）。有論者指出：趙
紫陽也「讓閻明復找彭真發電報讓萬里提前回來」（楊繼繩 2010, 379）。如確有
其事，可見趙紫陽此時仍對彭真抱有寄望。如前所述，趙紫陽在 5月上旬努力調整
應對學運的方針政策時，相較其他黨國元老，彭真和楊尚昆都較為支持他，因此對

彭真較有好感，此時對之多少仍抱持希望，甚至期望借重其政治威信和影響，助自

己放手一搏。

另外，根據趙紫陽的說法：「在這之前，彭冲找我談過，他說萬里在國外，他

召開了人大副委員長會議，大家一致主張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他還到玉泉山找了

彭真，彭真也贊成這樣辦。他們已寫了報告給中央，要求萬里提前回國。」（趙紫

陽 2009, 65-66）針對趙紫陽的此一回憶—彭真曾對彭冲主導的提前召開人大常委

會的倡議表示贊成，目前沒有其他資料可以佐證。但是無論其確實與否，時至 5月
21日及之後，彭真不但全無可能配合趙紫陽，相反地，彭真更善用其政治聲望和
資歷，特別是其對全國人大的特殊影響，盡心協助鄧小平掌控的黨中央和李鵬為首

的政府，防阻人大常委會提前召開會議，以免其甩開中共中央的領導，自行尋求解

決天安門的政治僵局。

李鵬方面，對於彭冲主持下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的建議報告—召回萬里、提

前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議，李鵬以「外事不變動為好」而加以回絕（姚依林、喬石

亦持同一立場）。5月 22日，李鵬、楊尚昆、姚依林和喬石以黨中央名義召集中
共籍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開會，努力勸說其中部分人員放棄召回萬里、提前

召開人大常委會的主張。李鵬認為有些收效，而且個別人士反應較好，例如：陳慕

華、王漢斌「態度明朗」，廖漢生「有些牢騷，但態度正確」。但是仍有待進一步

爭取、勸回的是「看來是同情學生的」彭冲和「情緒比較激動」的葉飛（張剛華 
2010, 208-213）。

5月 23日，喬石代表中共中央常委參加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包括非屬中
共黨籍者）會議，會上「有的副委員長十分激動，認為他們提的要求，中央一個

也沒有答應。他們強烈要求承認學生是愛國行動」（張剛華 2010, 216）。綜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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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即便經過李鵬等人的努力，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高層內，仍有中共籍和非共籍的

副委員長對中央決策思想不通，尚須進一步費心打通。不久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老長官」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出馬登場救援。

二、彭真出手制止全國人大常委會介入處理學潮：黨內運作

5月 23日上午，陳雲召集彭真、李先念、王震至其住所談話。彭真和陳雲在
歷史上多有過節，彭真在「改革開放」時期未能「入常」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

陳雲的堅決反對；兩人在不久以前也對 1945年至 1946年的中共東北局歷史問題進
行爭論，迫使鄧小平出面叫停（鍾延麟 2016, 134-140）。值此攸關中共可否繼續
執政的重大關頭，陳雲、彭真皆有意將前嫌置諸一旁，共商如何協助黨中央化解天

安門抗議帶來的政治危機。

這四位黨國元老的談話內容，可從同日下午陳雲對薄一波的講話探知。陳雲表

示：「這個局面不能再退，沒有餘地了。要擁護鄧小平，擁護中央常委。4月 26
日社論要肯定。如果說這個社論少了一點，就是少講了一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

話。這個時候，我們老同志不出來講話不行了。事情就是這樣簡單。」（中共中央

文獻研究室編 2005, 1801）亦即陳雲、彭真、李先念、王震咸認為：當務之急是他
們這些「老同志」必須「出來講話」。表現在具體的行動上，就是他們分工把口地

進行勸說和疏通：陳雲負責其麾下的中央顧問委員會（5月 26日，陳雲主持召開
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會議並發表講話）；李先念負責其領導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5月 27日，李先念在全國政協第七屆委員會第 18次主席會議上發表講話）；
彭真則「回鍋」負責全國人大。如前所述，以當下的政治情勢發展，其中又屬彭真

的工作任務難度最大、也影響最巨。

彭真「先安內再攘外」，選擇先從中共所屬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著手，

規劃召集他們進行「面對面」的座談。彭真知悉現任副委員長內存在同情學生者，

為了增加自己遊說的力量，首先聯絡第六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耿飇助陣，耿飇爽

快應允。彭真接著電話聯絡葉飛。葉飛在 5月 21日與其他數名中共解放軍上將連
同署名、上書中央（詳情後述）；22日，李鵬等人向中共籍人大副委員長「做工
作」時，葉飛也情緒激動。彭真以全國人大「老上級」身分致電葉飛（第六屆全國

人大時，葉飛是彭真麾下的副委員長）邀約談話，葉飛或不便發抒情緒和直言頂

撞，便由其妻代接電話並表示不克出席，彭真應允並勸慰葉飛好好養病（作者訪

談，中共黨史研究者丁君，北京，2015年 8月）。彭真藉此示意葉飛不要再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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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頭、冒然行動。5月 24日，彭真也親自聯絡其他的中共籍現任副委員長如廖漢
生，邀之隔日見面相談。

5月 25日上午，彭真以「受中央委託」的名義在玉泉山舉行座談，召集習仲
勳、彭冲、廖漢生、陳慕華，以及彭真「搬兵」而來的耿飇。會中基本的態勢是第

六屆全國人大正副委員長彭真、耿飇勸說第七屆副委員長，接受中央對學潮的分針

和政策，迷途知返、不要自行其是。事實上，在以彭真為委員長的第六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內，彭冲、廖漢生皆屬副委員長，王漢斌擔任秘書長。在現任副委員長中，

彭真鎖定的重點「輔導」對象，應即是先前主張萬里盡早返國以提前召開全國人大

常委會議、對學生也較為同情的彭冲。

彭真在座談會上的談話要點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是違憲的。這次遊行示威

就是動亂。全國人大是代表 11億人民的，不能服從搞遊行示威的那一小部分人」
（張剛華 2010, 222）。另外，彭真也強調：政府可以決定對部分地區實施戒嚴，
全國人大只能在政府宣布全國戒嚴才可過問；因此，全國人大不能干涉政府對首都

部分地區的戒嚴決定（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丁君，北京，2015年 8月）。
廖漢生、陳慕華、王漢斌本來就傾向支持中央的學潮處理方針，聽了彭真談

話後，自是點頭如搗蒜。廖漢生就自稱「啟發很大」（廖漢生 2003, 535）。彭冲

自認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內是彭真的助手，對之甚是尊重。前面曾提及根據趙

紫陽回憶：彭冲在 5月中旬後期醞釀提前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議時，曾特地詢問彭
真。此事若為真，正可反映彭冲對彭真意見的重視。此次在玉泉山，彭真兼具黨中

央和法律權威的雙重身分，直言政府處置學潮辦法的合法和正當，並要求全國人大

常委會依憲依法配合行事、不作干預。彭冲在葉飛缺席下已顯得形單影隻，實難以

繼續堅持己見。

彭冲的政治轉向顯示彭真的勸告成功。胡績偉先前曾找彭冲，要求由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和學生對話以解決學潮問題，彭冲將此議向中央高層請示。恐非僅是時

間上的巧合，就在 5月 25日彭真在玉泉山與彭冲在內的中共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座談的當天下午，胡績偉電話告知其友人：彭冲拒絕其倡議（陳子明 2009, 35）。
亦即彭冲已一改先前傾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處理學潮問題上要積極主動、介入的主

張，也實同切斷了全國人大常委高層和在學潮前線中奔走、試圖找出妥協方案的全

國人大常委委員之間上下協作的可能性。

既然彭真已將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的主要成員「思想打通」，彭冲代理為首的

黨組再由上而下地按組織網絡，召集全國人大所屬的各專門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以上

的中共黨員幹部，以及在北京的中共籍的人大常委委員開會，傳達中共中央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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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和彭真各自與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成員的「談話精神」（廖漢生 2003, 535）。

陸、彭真協助黨中央抑制政治風波（下）

一、彭真出手制止全國人大常委會介入處理學潮：針對黨外

5月 26日下午，彭真受中共中央委託，邀請 7位非屬中共的全國人大常委會
副委員長朱學範、費孝通、孫起孟、雷潔瓊、周谷城、嚴濟慈、榮毅仁，前去玉泉

山參加其主持的座談會。有論者曾以「中共運作嫻熟的統戰應酬」、「喝杯茶、擺

擺花」，形容彭真出面與黨外人大副委員長座談一事（戴晴 2014）。但實際上已
87歲的彭真，對此還是頗費一番工夫。

首先、5月 24日下午，彭真委託閻明復前去拜訪朱學範、周谷城、費孝通、
孫起孟，提出近日內將邀請他們連同雷潔瓊、嚴濟慈、榮毅仁一起座談。彭真也要

閻明復轉達其看法和主張：「北京市的形勢很嚴重，實際發生了動亂，已經無法保

證正常的秩序，而且波及二十幾個城市。對待這個問題，要求大家一起做工作，

希望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在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彭真傳》編寫組

編 2012a, 447-448）分析彭真會前「打招呼」的內容，已可見其既認同黨中央對天
安門發生事端所作的「動亂」定性，也基於正常秩序無法保證、甚而蔓延多地的判

斷，認可戒嚴的需要和合法。

其次、彭真為了準備與黨外的人大副委員長交談對話，他事先徵詢為其熟悉的

《人民日報》記者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任內的重要助手的意見，將自己口述意

見整理成文字，終而形成講話內容（李海文、王燕玲編著 2002, 321）。
彭真在短時之內做了精心的準備，再加上 5月 25日已經與中共籍的全國人大

常委會副委員長談過一次，他在 26日針對黨外人大副委員長的座談會上，駕輕就
熟地摘引憲法、法律和黨的決議，強調要以之為準繩來「統一思想」。彭真講話的

要點有：一、按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乃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

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的國家，「在我國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行動，是違憲的，

也是違背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和黨的主張的」。二、按憲法和刑法，以及北京最

近出現的事實情況，首都發生了動亂；但他強調「必須把煽動、製造動亂的極少數

極少數人，和動機純潔的學生及其他善良的人們嚴格區分開」。三、關於國務院決

定首都部分地區戒嚴是否合法的問題，彭真強調「完全是合法的、必要的、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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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並表示：既然國務院的戒嚴令「完全符合」、「絲毫沒有抵觸」憲法和法

律，「全國人大常委會怎麼能不支持呢」？

彭真在說明解釋政府戒嚴之舉如何合憲、合法之後，強調國務院、全國人大常

委會、中共和各民主黨派「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誰都沒有超越憲法

和法律的特權」。他並說「有的人嘴上講法制，實際上不僅自己踐踏憲法和法律，

還煽動別人違反憲法和法律，請學生們和各界群眾提高警惕」（彭真 1991, 656-
658）。在座的非共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們聞之，還敢繼續對政府處理學潮示威的作
為比手畫腳、說三道四嗎？再堅持下去，恐怕就有被指控「自己踐踏憲法和法律，

還煽動別人違反憲法和法律」之虞。

另外，有論者表示：彭真在會上還指稱「趙紫陽幹了很多壞事，還有一個地下

指揮系統」（高瑜 2009, 136）。此說如果為實，可顯示彭真向 7位黨外副委員長
通報中共高層內部最新的情況，特別是揭發趙紫陽在政治上的不是。黨外副委員長

既已通過彭真交心、交底知曉趙紫陽的「為非作歹」，在處理學潮問題上如果再和

趙紫陽齊聲、唱和，不是可能反遭之利用而擺明與中共中央作對嗎？

彭真在對這些「高級民主人士」曉以法理和明以利害後，最後反過來要求他們

勸說學生和民眾，使之「團結在黨和政府的周圍」。

彭真在 26日座談會上花費一番唇舌後，參加的黨外副委員長們反應正面，表
示認同和支援（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戊君，北京，2015年 8月）。彭真待
客周到，之後還請這些友黨人士用餐（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丁君，北京，

2015年 8月）。
座談會結束以後，彭真即派人去向宋平報告情況，並為後者所稱許（作者訪

談，中共黨史研究者己君，北京，2016年 7月）。另外，彭真也將其講話資料送
交李鵬一份。李鵬先前找中共籍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談話，難竟全功；彭真

不但勸服黨內的副委員長、也收服黨外副委員長。李鵬因此大加讚評：「彭真同志

長期主持人大工作，是上屆人大的委員長，主持修改過憲法和其他重要法律文件，

在人大很有威信。彭真同志講話義正嚴詞，很有說服力。」（張剛華 2010, 238）
當彭真努力勸說全國人大常委會黨內、黨外副委員長之時，天安門抗議學生和

民眾寄予厚望的萬里，在 5月 25日返回中國大陸，沒有回到北京而是停留上海，
更繼而在 5月 27日發表書面講話，表態堅決擁護黨中央和政府的戒嚴決定（人民
日報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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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彭真參與處理「七上將」上書事件

彭真協助鄧小平為首的黨中央，努力解除全國人大系統醞釀的政治危機的同

時，他也參與處理中共解放軍上將聯名向中央上書的重要事件。5月 21日，張愛
萍、葉飛、蕭克、楊得志、宋時輪、陳再道、李聚奎 7名上將（後來王平上將也加
入），聯名致信鄧小平和中央軍委：「鑑於當前事態嚴重，我們以老軍人的名義，

提出以下要求：人民軍隊屬於人民，不能同人民對立，更不能鎮壓人民，絕對不

能開槍，絕對不能造成流血事件。為了避免事態進一步惡化，軍隊不要進城。」

（楊繼繩 2010, 369）此一軍方資深高級將領的集體表態，立即引起黨內外的高度
關注。如何對之進行勸解、使之與中央戒嚴決策保持一致，即成為與鄧小平站在一

起的黨國元老（彭真在內）的努力目標，這也可能是 5月 23日上午陳雲、彭真、
李先念、王震聚會討論的另一重要內容。從具體進行的情況來看，彭真的政治資歷

比李先念和王震還深，而且其政治交涉經驗和手腕也比較高明，因而實質扮演一個

重要的勸說角色。如前所述，彭真除了致電葉飛，要之在家休養，他也參與對陳再

道和張愛萍的勸說工作。

5月 23日下午，李先念與陳再道談話。李先念開口即質問陳再道為何發起簽
名反對戒嚴，更狐疑趙紫陽是否予之好處，當場激怒後者，不歡而散（《李先念

傳》編寫組、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編 2011, 480; 杜導正 2010, 345）。之後改由
彭真出馬。彭真首先告知陳再道關於趙紫陽不理會、不執行中央決策的情況，從而

引起陳再道的同聲憤慨；陳再道繼而表示要對其簽名寫信一事檢討，彭真表示不用

追究，並要之聽從中央（作者訪談，中共黨史研究者庚君，北京，2016年 7月）。
另外可見張愛萍的例子。王震打電話質問張愛萍，何以其發起簽名反對戒嚴，惹得

張愛萍反過來質疑王震不懂信件內容和其之外流問題，兩人因而無法進行對話。王

震改而延請彭真出面。彭真在與張愛萍談話時，客氣婉轉並表示後者動機良好，所

以沒有發生正面衝撞（杜導正 2010, 345）。
在彭真等人的努力調解下，5月 24日，楊尚昆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軍級以

上幹部參加）上表示：「七位老將軍就是來龍去脈不清楚，現在明瞭了，表示要和

中央保持一致」（高瑜 2009,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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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中共鎮壓之前與其後的彭真

一、在「六四」的前夕

彭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在 5月下旬協助中共中央化解可能爆發的院（國務
院）會（全國人大常委會）衝突後，直到 6月 4日中共武力鎮壓學生、市民的抗議
活動以前，彭真從事的政治活動，目前所知如下：

首先、彭真整理、修改其在 5月 26日對黨外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講話內容，
並在 5月 30日的《人民日報》首版刊出（彭真 1989）。1997年彭真去世以後，
中共官方對彭真此一講話評價甚高：「在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中，他
發表了〈用憲法和法律統一思想〉的重要講話，對統一思想、教育群眾、分清是

非，維護國家的獨立、尊嚴、安全和穩定，起了重大作用。」（人民日報 1997）
但是中共自身主要喉舌的工作人員，在彭真講話剛剛見諸報端以後，卻不無尖銳的

批評。《人民日報》內部人員指出：

彭真在人大，連人大常委委員也不是，在黨內，連中央委員也不是，為

什麼由他出面邀請黨外副委員長座談？萬里不在北京，難道其他黨員副

委員長也統統不在北京？是他們的資望不敵彭真呢，還是他們不像彭真

那樣堅決擁護鄧小平的方針（陸超褀 2006, 131）？

也有新華社的編輯質疑：「首先，在憲法裡，連『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名詞都沒

有，根本不存在什麼違憲問題；其次，按他（彭真）這樣生搬硬套，憲法就成了『變

戲法』，如此統一思想，只能把思想越統越亂。」（張萬舒 2009, 313）
第二、5月 29日，彭真致信李鵬、姚依林，反映農民的不滿—政府收購農產

時壓低價格，有時更沒有給付現款，而用「打白條」、開立收據的方式積欠。他也

提到部分國營企業資金困難、甚至連發放工資都有問題。彭真的主要立意是針對久

而不歇的學潮問題，思索如何解決民怨。他表示：「這次首都學潮規模之大，時間

之久，與部分工農對我們工作不滿有關」，並建議其所提的事項，「可否作為緊急

和特別問題加以解決」（《彭真傳》編寫組編 2012a, 451）。
第三、彭真參與議論趙紫陽的政治處理。在中共做出首都戒嚴決策至「六四」

鎮壓以前，鄧小平為首的黨國元老已經決定罷黜趙紫陽、另立江澤民為中央總書

記。包括彭真在內的中共資深要人，皆不滿趙紫陽拒不執行戒嚴決策，並認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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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問題延宕、情勢惡化幾至不可收拾的地步。根據李鵬的說法，5月 31日上午，
他至鄧小平住所聆聽其指示。當論及如何趙紫陽問題，鄧小平裁示趙紫陽不能繼續

留在中央政治局，並批評胡耀邦、趙紫陽兩位接連中途落馬的中央總書記，各自

在用人上「有一個小圈子」（張剛華 2010, 267）。李鵬奉鄧小平之命前去陳雲住
處，傳達鄧小平的談話意見。陳雲、李先念、楊尚昆、王震、宋任窮，還有彭真都

在座。根據李鵬所言，眾老皆同意將趙紫陽逐出中央政治局，有的更主張乾脆一道

拔除趙紫陽在中央委員會的席位（張剛華 2010, 267）。對趙氏的怒氣沖天，由此
可見一斑。

二、「六四」動武和之後

「六四」慘烈的鎮壓局面，恐怕不是彭真所願見。如前所述，在學潮爆發以

後，彭真甚表關心、憂慮，也曾援引毛澤東的言語，表達反對對學生動武之意。其

後，彭真表態支持鄧小平的戒嚴決定，在黨內、黨外對戒嚴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也

加以辯護和肯定。彭真有關的政治作為和活動，有助鄧小平監政下的黨中央得以名

正言順地對首都調兵遣將，進而為其使用兵力彈壓示威遊行提供了條件。然而，從

宣布戒嚴至「六四」鎮壓以前，彭真的主觀認知和意願可能是：同意戒嚴，藉以借

用軍隊維持首都秩序和節制示威抗議，而未至同意軍隊開槍和造成流血的程度。這

種政治傾向和認知，從負責貫徹執行戒嚴的楊尚昆和其他高幹身上，都可以看到

（許家屯 1998, 90-91；林牧 2008, 268）。
事實上，彭真在 5月 26日對非中共籍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亦明確說道：

「解放軍決不是來對付學生的」（彭真 1991, 656）。彭真的此一講話在 5月 30日
報紙刊出時，也載有這句話。

6

５

相似地，陳雲在「天安門事件」發展過程中，登高一呼支持鄧小平的個人領導

和中央制定的戒嚴決策；但根據李銳的分析：「在政治思想上，其實『六四』陳雲

是反對開槍的」（丁東訪問、李南央整理 2014, 425）。彭真、陳雲即便個人可能
心存保留甚或異議，卻囿於將「堅守黨性」和「追求黨的最高利益」，等同於遵照

最高領導人的個人決定，甚至甘於為之政治背書。6月 9日下午，彭真前赴中南海
懷仁堂，與一群中共高幹包括：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萬里、李先念、王

註５  有論者指稱：6 月 2 日上午，鄧小平、李先念、彭真、楊尚昆、薄一波、王震，以及中央常委李
鵬、喬石、姚依林開會討論，決定對天安門廣場進行清場。彭真在會上發言支持（張良 2001, 884-
892）。然而，目前沒有其他資料可以佐證是否確有此一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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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薄一波，簇擁陪同鄧小平接見北京戒嚴部隊軍級以上的幹部。
7

６這種集體公開

亮相，無非欲顯示其與鄧小平心志齊一、同舟共濟。

彭真雖僅是一介黨員而已，之後還可以像中顧委主任陳雲一樣參與審閱《關

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6 月 18 日），更
在 6月 21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並作長篇發言（《彭真傳》編寫組編 
2012a, 451-454）。顯示中共體制規章和現實運作（特別是「老人政治」和非正式
權力的橫行）之間的嚴重差距。

捌、結論

李鵬評價中共「老一輩革命家」在平息 1989年「動亂和暴亂」的貢獻時，特
別提到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楊尚昆和彭真，「起到關鍵性的作用，為國家的存

亡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張剛華 2010, 47-48）。經由正文的爬梳和研究，可以發
現：彭真在首都學潮初期，並未像鄧小平、李先念、王震、李鵬、姚依林等人，生

硬、急躁地將學生的陳情抗議看作是政治異端和洪水猛獸。彭真認為應對得宜是可

以達到消解民怨的目的，他因此一度傾向支持趙紫陽主張的疏導和對話方針。但是

隨著天安門抗爭越演越烈、特別是鄧小平決定戒嚴，彭真即變換立場、加以支持，

更在趙紫陽抗命不從的情況下，加入對之聲討的行列。

除了緊密相隨鄧小平的戒嚴決策，彭真個人在「平亂」上「起到關鍵性的作

用」、「建立不朽的功勳」，最主要是他出面勸退全國人大常委會高層，放棄召開

緊急會議的主張和行動，如此解除了鄧小平為首的黨中央的一個重大政治擔憂：全

國人大常委會提前開會否定「四二六社論」對學潮的定性，以及審議撤銷首都戒嚴

決策。支持廣場學生的人大常委代表，在「朝中無人」、得不到內應的情況下，縱

使繼續公開強烈呼籲召開全國人大會議並獲得各界不小的回響，現實上也已無實踐

的可能。鄧小平為首的黨中央因而可以更無忌憚地重手處理堅拒不退的學生和市

民。

彭真在「天安門事件」中的政治選擇和活動，對於維繫中共一黨專政自是立有

註６  另外，有論者指出：6月 6日下午，鄧小平、李先念、彭真、楊尚昆、薄一波、王震，以及李鵬、萬
里、喬石、姚依林、江澤民在西山開會，部署立即恢復北京以至全國局勢。彭真在會上發言主張要

針對死傷人數，「作出及時而必要的澄清」，免得任「美國之音」等造謠（張良 2001, 993-994）。
然而，目前沒有其他資料可以旁證是否確有舉行此一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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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但是對中共政治制度的發展、尤其是對全國人大的自主性，卻直接造成破壞

性的影響。彭真在卸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之前，不無自豪地表示：在其領導下

的全國人大，已非往昔的「橡皮圖章」（《彭真傳》編寫組編 2012b, 1620）。在
彭真的呵護、照料下，全國人大的制度建設大有進展，其下屬的人大領導成員也受

之培育和薰陶，提高對機構的責任感、使命感和自我意識。「天安門事件」過程中

全國人大常委會主要領導幹部和不少成員，積極主張該機構承擔責任、發揮功能，

在一定程度上，可說是彭真先前用心帶領、細心經營全國人大的開花結果。如果趙

紫陽所言屬實：當彭冲等全國人大要員建議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議討論學潮相關問

題，彭真曾示意贊成。可見彭真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解決天安門危機上曾一時寄予

重望。

只是彭真在 5月中旬後期與鄧小平等站在一起、「同呼吸、共命運」以後，亦
由彭真出面找全國人大常委會領導幹部講話，進行政治「滅火」。彭真澆熄的不僅

是多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在天安門危機中展露的政治膽識和焦灼熱心，他也

滅除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非常時期試展制度機能和韌性的難得機會。李鵬親歷天安

門危機中圍繞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動向的政治折衝和鬥爭過程，不禁有感：「全國人

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必須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同志手裡，才能認真貫徹執行黨

中央的決策，不然對國家是十分危險的。」（張剛華 2010, 352）中共中央在「天
安門事件」不久之後就收緊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政治管控（Tanner 1994, 73）。彭
真麾下全國人大的積極有為，在此後難以復見；「天安門事件」期間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敢思、敢想，更成絕響。

彭真在天安門危機中對鄧小平領導的堅貞、堅信，以及對弭平事態的出智、出

力，鄧小平都看在眼裡。1990年 7月 20日，他對彭真表示：「你身體很好，腦子
也清楚，有些大問題可以多過問一下。」（《彭真傳》編寫組編 2012a, 466）這反
映在並肩度過 1989年的政權保衛戰以後，鄧小平對彭真的政治信任。1990年代初
期，彭真對於中共中央強調市場在經濟的主導作用、農業家庭聯產承包制入憲，以

至貪腐橫生等問題，不是沒有看法，但出於對黨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和現任

中央領導的尊重，彭真未曾公開表示異議（劉政、張春生 2013, 159），可見其在
「天安門事件」後對黨的團結和穩定，尤為堅持和重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彭真在全國人大任內對農村基層自治甚感興趣，也力

推村民委員會的立法；與「天安門事件」後政治氣氛緊縮、保守的趨勢相左，彭真

在 1990年代初直接對主管官員耳提面命，催促加速農村基層自治的試行（白益華 
2013, 482-491）。驅策年邁高齡的彭真如此行之的原因，除了上溯其早年的政治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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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和對基層管理的涉入經驗，以及對「文革」慘痛教訓的記取，彭真是否有如下的

考量：經歷天安門危機後，中央首重集中領導、扶持新主，無暇論及擴大黨內民

主；他過去一手培植的全國人大，發展空間又大為限縮；就只剩農村基層民主可以

做些文章。期以如此既可以拉攏國內因「六四」鎮壓而對政府感到疏離的民心，並

部分挽回中共政權反對民主的對外形象，同時也可為他自身留下推動中國基層民主

發展的歷史名聲和政治身影。

*　　*　　*

（收件：107年 4月 24日，接受：107年 10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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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of 1989 were a great political crisis to its rule. During this event, many 
students and masses gathered in the heart of the nation’s capital to express their 
dissatisfactions and grievances towards the CCP, to which the Party Center led 
by the paramount leader Deng Xiaoping finally decided to brutally crackdown 
on the protests by the force. Peng Zhen had already retired from the important 
post of senior CCP’s Politburo member and the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before the eruption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However, as an influential old revolutionary, he 
was still deeply involved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wielding enormous influence 
and assisting the Party Center led by Deng in coping with the severe political 
incident. It is noteworthy that Peng initially supported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Zhao Ziyang’s moderate approach in dealing with the student protests. However, 
after knowing Deng’s decision to impose the martial law in the nation’s capital, 
he quickly changed his attitude to firmly stand with Deng, and began to criticize 
Zhao. Moreover, Peng made good use of his high revolutionary status and 
prestige, successfully dissuading the leading members of the NPC’s Standing 
Committee from convening the emergency meeting before the scheduled time 
to independently handle the student protests. Peng’s efforts assisted the Party 
Center led by Deng in putting the NPC’s Standing Committee under its t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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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s; therefore, Deng and his loyal followers could adopt their wishes of 
using a heavy-handed-approach to put an abrupt end to the protests. Peng helped 
the Party Center pass through the political crisis in 1989 to maintain it rule. 
However, Peng’s actions also seriously damaged the increasing autonomy and 
authority of the NPC, which he devoted himself to building when he was the 
head of this political organ.

Keywords:  Peng Zhen, Tiananmen Square Incident of 1989, Deng Xiaoping, 
Zhao Zi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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